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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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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经济发展的一般阶段划分相呼应，并且参照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规律，

本文做出中国农业发展总体上已经完成解决食品供给问题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阶段，

正处在解决农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三个阶段的判断。本文揭示，一方面，由于土地经营规
模的制约，农业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显现出作为一个产业缺乏自立性和竞争力 ; 另

一方面，以农业产业特殊论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禁锢了农业发展的政策思路，使中国农业开

始走向过度依赖补贴和保护的道路，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任务迟迟不能破题。本文尝试从
理论上对不利于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传统观念予以澄清，从经验上揭示中国农业

因规模不经济而面临的困境，从政策上建议通过改革，破除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妨碍土

地经营规模扩大的体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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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发展政策有赖于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提出正确的问题是理论正确的必要前提。受到美
国的新马尔萨斯学者布朗的误导，多年以来对于中国农业前途的讨论，过分集中于“谁来养活中
国”( Brown，1995) ，而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命题———“中国应该如何养活她的人口”。前者重在
讨论中国是否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及其对世界的含义，后者则应该是关于农业发展道路和生产方

式问题的探讨。或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以前一命题作为出发点，导致学术界甚至政策研
究领域对后一命题的回答走向了歧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总体上是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包括解

决了温饱问题和增产问题，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了农业份额的下降和农民收入的提

高。但是，由于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目标和要求，一旦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即使
在以往行之有效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也往往会遭遇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例如，我们遭遇到的问题
是，为了“养活”自己已经做到了不遗余力，付出昂贵代价却日感捉襟见肘。因此，另辟蹊径即寻求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符合逻辑的和必然的要求，并且具有十分的迫

切性。
本文把农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1 ) 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阶段，( 2 ) 解决农民收入问

题的阶段，以及( 3) 解决农业生产方式问题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是各国共同经历的，也是中国已
经或者正在经历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越来越在于农业的效
率或生产方式，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经营规模，以遏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此分析基础
上，本文对构造有效率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实施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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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发展阶段划分 :一般规律和中国经验

农业发展既构成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决定后者的成功与否。为农业发展划分
阶段，受到两种理论传统的影响。其一是增长理论对一般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经济发展阶段
的一般划分相对应，农业发展也相继经历若干发展阶段，而不同的增长理论观点可能影响对农业发

展的认识。其二是发展经济学或农业经济学对农业发展阶段特质的认识和区分，这方面不尽相同
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认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为农业下一步发展设立了替代选择的岔路口。
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增长理论已经逐渐突破新古典模型的单一、匀质思维定势，承认不

仅存在着一个以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以及新古典增长阶段 ( 如 Hansen and
Prescott，2002) ，也存在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 ( Hayashi and Prescott，2008) ，这个过渡阶段既可以以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命名，以强调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 如 Cai，2015 ) ，也
可以以库兹涅茨结构转变阶段命名，以强调更一般的经济结构调整 ( 如 Aoki，2012 ) 。为了分析的
需要，经济发展形态或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例如，为了观察何时以及怎样在农业中积累起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以致为随后出现的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蔡昉

( 2015) 提出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两个阶段之间，可以再划分出一个格尔茨
内卷化阶段。
对于农业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有两个传统。一个流派是以舒尔茨为代表人物，把新古典分析

方法应用于农业经济。舒尔茨区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方法，是观察农业中生产要素创造收入
流的价格的性质。传统农业的特征是使用长期不变的生产要素，以致由此产生的收入流的价格是
高昂的，因而缺乏对此进行投资的激励 ;而现代农业使用新的生产要素，且投入数量可以不断增加，

由此产生的收入流的价格相对低廉，因而有积累和投资的激励( Schultz，1983，p． 23) 。
刘易斯关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判断，以及以剩余劳动力是否吸纳殆尽、农业与非农

产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否同一化，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乃至农业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方法，构成

另一个理论传统 ( Lewis，1954 ) 。作为这一流派的重要贡献者，拉坦和速水 ( Hayami and Ruttan，
1980) 则从劳动和土地的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的视角，以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解释农业现代
化的不同路径。
经济史中显现出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形成了相异的农业产业类型，分别为靠竞争力形成的自

立农业产业和依靠保护形成的脆弱农业产业。这背后固然有资源禀赋导致的农业比较优势差异性
的影响，也与特定理论引导的政策选择有关。最值得警惕的是，政策讨论中往往出现占主导地位的
“农业产业特殊论”，并作为核心理论依据帮助形成了对农业进行保护的政策体系，实施效果适得
其反，往往伤害了农业的效率，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陷入困境( Anderson and Hayami，1986) 。
固然，一般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完全对应。然而，根据研究的需

要，例如根据是在经济史层面进行概括，还是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层面进行分析，也可以对农业发展

阶段做出相对独立的阶段划分。本文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揭示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因此，我
们选择后一种划分原则，对农业发展阶段做如下划分，并对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面临主要

挑战的变化。①

( 一) 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阶段

这个阶段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极高的劳动力比重与产值比重，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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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对农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时，并不特别强调不同发展阶段在时间上的相继性，而是承认现实中的
农业，完全可以在同一时点上并行地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者显著高于后者，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为低下，农产品供给能力十分孱弱。我们以实行家
庭承包制前夜作为起始点，以该项改革显现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效果时为终点，如 1978 年到
1984 年期间，作为中国农业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代表时期。
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相对应，农业发展的早期处于一个挣扎于满足食品供给、解决温饱的阶

段。舒尔茨定义的“传统农业”固然是一个与马尔萨斯陷阱最为对应的农业发展阶段，然而，对于
拟分析的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来说，更为恰当的是，把这个解决食品问题的农业发展阶段与一般经济

发展的“格尔茨内卷化”阶段相对应( 蔡昉，2015) ，即一方面，农业发展的矛盾仍然是满足人们对温
饱的要求，另一方面，农业中开始逐渐积累起剩余劳动力，以酝酿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开始。
较早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在概括欠发达国家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一方面指

出了农业比重大的重要特征 ( 同时意味着需要更多人口务农才能生产出满足最低温饱要求的食

物) ，因而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是其比重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

的不对称，即劳动力比重大于产值比重 ( 如 Johnston，1961 ) 。正因为如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即所谓“库兹涅茨效应”①。而农
业劳动力比重相对高的特点，其实也是在解决食品问题的阶段，通过农业的内卷化过程而形成的。
在改革的前夜 1978 年，中国农业产值比重为 28. 2%，劳动力比重则高达 70. 5%，计算得出的

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该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为 0. 40，仅为第二产业( 2. 77) 的
14. 4%和第三产业( 1. 96) 的 20. 4%。这就是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以畸高比重的劳动力数量，只
生产出相对低的增加值。进一步说，尽管有这个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从事农业生产，当年的农产品产
量被全国人口平均后，粮食仅为 316. 6 公斤，棉花 2. 3 公斤，油料 5. 4 公斤，糖料 24. 7 公斤，肉类
11. 0 公斤。结果则是，城市居民的食品以粮票等各种票证限量供给，农村未能实现温饱的人口则
高达 2. 5 亿。
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本质上是由于缺乏激励机制的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 ( 分子效

应) ，但是，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也与因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导致的过高农业劳动力比

重直接有关( 分母效应) 。换句话说，尽管在农业改革开始之前，虽然因劳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使
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尚未明显暴露，整体上中国农业的内卷化或劳动力剩余化程度已经十分严

重化了。
( 二)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在采用新技术增加农产品供给，进而推动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劳动

力比重下降并向其产值比重靠近的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并向

非农产业收敛。其结果是增加了农户的非农就业收入，并以相应的制度改革为条件，城乡收入差距
逐步缩小。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农业中普遍实施了家庭承包制，改革效应不仅体现在农业
产量大幅度提高，也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使剩余劳动力显性化，中国农业即

进入这个发展阶段。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证的角度，随着 2004 年左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 参见
Cai，2016) ，这个阶段相应结束。
在此前的发展阶段上，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产值比重之间的不对称，导致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明

显低于非农产业，并且，正如刘易斯在定义二元经济时所指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此之低，以

致为零或负数。这就注定了农民的收入是低下的，而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的转移。伴随着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并且随着农业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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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
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



技术的进步以及( 因劳动力相对稀缺程度提高而诱致的)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不仅

未遭到削弱，反而获得显著增强。到 2014 年，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 9. 2%，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
19. 1% ①，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 0. 48，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粮食 443. 8 公斤，棉花 4. 5
公斤，油料 25. 6 公斤，糖料 97. 7 公斤，肉类 63. 7 公斤。如果按照实际务农人数平均计算，劳均粮
食产量比 1978 年增加了 2. 8 倍。
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农业技术的采用特点和变化，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从而相

对价格做出反应而形成的，即农业技术倾向于节约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更集约地使用相对充裕

的生产要素( Hayami and Ruttan，1980) 。这个理论假说启发我们，可以把农业发展或技术变迁与
作为相应发展阶段特征的劳动力比重及其变化统一进行观察。例如，农业机械化特点及其变化，就
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的这个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变化与技术变迁方向之间的互动关系。
根据农业机械的特点，我们粗略地把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视为劳动节约型技术，把小型

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视为劳动使用型技术。我们观察到，在 1979—1995 年期间，大中型拖拉机总
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 84%，而其配套农具的增长率为 － 1. 7% ; 同期小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
增长率则高达 11. 2%，其配套农具增长率为 10. 5%。此后，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生产要素
相对稀缺性发生变化，即出现了农业中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技术变化的方向则发生了逆转。在
1996—2012 年期间，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 11. 8%，其配套农具增长率为 13. 2%，而
小型拖拉机总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为 4. 7%，其配套农具增长率为 6. 7% ( 见图 1) 。

图 1 农业机械化作为技术变迁的方向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历年 ) 。

( 三) 解决生产方式问题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随着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农业技术变迁越来越倾向于劳

动节约型，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加速。这个生产要素替代的过程要求农业经营规模相应扩大，以防
止出现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这个阶段上，中国面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制度性约束，一是户
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兼业化，以及土地集中的意愿不强 ; 二

是由此造成的土地流转不畅，与土地制度一道共同制约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说，至少从
2004 年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开始，中国农业就进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面两个发展阶段，农业中使用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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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数字是作者根据更为合理的假设做出的估算，明显低于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参见 Cai ( 2016 ) 。



增长，相应地，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显著提高。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①，我们可以从占
到粮食播种面积 81%的稻谷、玉米和小麦投入情况，观察到这个明显的变化，即物质资本投入和劳
动力投入消长。如图 2 所显示，2004 年以来，粳稻、玉米和小麦三种粮食作物的实际物质与服务费
用加快上升，单位面积的用工数量则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②

图 2 三种粮食的投入变化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 历年)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却越来越不依赖于农业收益本身。特别
是在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情况下，非农经营和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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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调查开始于 1953 年，目前已经覆盖全部 31 个省份的 6 万多个农户。调查的农产品品种包括粮食、油料和棉花等 68

种，主要调查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种籽、化肥和农药等物耗和资金支出，税金和保险等费用支出，以及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计
算出农产品平均每亩的相关指标，包括产量、产值、物质与服务费用、用工数量和净利润等指标。

稻谷包括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中，有关稻谷的指标是这四种稻谷类作物的
平均值。本研究选取粳稻作为稻谷的代表。我们以 1978 年为基期，采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物质与服务费用进行了平减。



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2012 年，农户纯收入中竟有 65. 6%的部分与农业无关，而在当年增长
的收入中，这类收入的贡献更高达 78. 5%。这一现实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农业发展问题。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往增加农民收入的源泉终究渐趋枯竭、无以为继。对人口

数据的分析表明，继中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1 年开始负增长之后，无论是按照常住人口
的口径还是户籍人口的口径，农村 16—19 岁这个潜在外出务工人口也于 2015 年开始负增长，外出
农民工的增长必然减速。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年增长率已经从 2005—2010 年期间的平均 4%下降
为 2014 年的 1. 3%，2015 年则仅为 0. 4%。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含义便是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的增长不再可能保持以往的速度。
其次，这种农户收入构成说明，解决农民收入增加的成功实践，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农业生

产方式或效率问题。一方面，来自农业的收入比重小意味着农业经营的激励不足，更高的非农产业
收益引导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收益却难以诱致形成一个牢固的农业生产方式 ; 另一方面，缺乏

效率和自生能力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保障农业经营获得合理的收益，农业收益无法支撑农民收入

的提高。这种恶性循环终究成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
因此，虽然我们并不能有把握地说，中国的食品供给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

决，但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其要求进行的增长方式转变，构建一个经营有规模、生产
有效率、服务靠社会、竞争有优势、产业能自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发展现阶段的主要
任务，并且具有十分的紧迫性。

二、关于农业作为产业的若干传统观念

在中国的农业经济问题讨论中，有两个理论传统十分流行，其一是以舒尔茨为理论渊源的农业

中规模经济具有特殊性的观点，其二是理论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农业具有产业弱质性的观点。虽
然中国农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是受到这两种理论认识的影响，本身也是值得深入

讨论的问题，但是，如下的讨论将表明，这两种认识的确对于中国农业政策方向的理论讨论和实际

调整，至今发挥着不利的影响。
( 一) 农业生产要素“假不可分性”的神话
舒尔茨( Schultz，1983，pp． 110—127) 以拖拉机为例，证明作为存在规模经济的依据———生产

要素不可分性，在农业中却是不存在的，即所谓“假不可分性”。他指出，拖拉机可以根据土地耕作
面积，按照不同规格和型号来制造，既可以非常之大，也可以如此之小。进一步，他实际上把由拖拉
机推导出来的“假不可分性”扩展到其他生产要素，例如，他认为兼业这种农业劳动力配置方式甚
至可以使劳动者成为“可分的”。诚然，他关于农场规模不是决定传统农业或现代农业基本经济特
征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他也承认，在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或较高的情况下，使用小型或大型拖拉

机分别更具合理性，但是，总体而言，他还是过于把农业中规模经济的特殊性予以一般化进而绝对

化了。
这种着眼于论证农业中规模经济并不突出的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农业实行家庭承

包制( 即把大规模的生产队经营分解为细小的家庭经营 ) 时，被用来为改革的合法性背书，在当时

中国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上，此说也的确提供了颇为重要且有力的理论依据。然而，时过境迁，在
中国农业分别完成了解决食品供给问题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阶段性任务后，过小的经营规模无

疑会妨碍农业机械的使用。我们观察一些现实中的农业经营事例，可以看到小规模农业经营是怎
样提高交易费用，从而造成规模经济损失的。虽然表面来看，农业机械商业性或合作性的服务，即
农民不必全靠自己购买农业机械，而是购买农业机械服务公司或农业机械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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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继续维系农业机械的“假不可分性”假说①，但是，把农业经营中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结合起来考
察，则会发现农业经营规模已经成为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现实制约。

首先，关于农业生产要素假不可分性的一种观点是，小规模农户不必自己拥有农业机械，而是

可以购买社会化的农机服务。但是，狭小的户均规模以及地块分布的分散性，限制了对大型农业机
械服务的使用。虽然理论上说可以通过相邻地块承包农户之间的协作解决农机服务的规模问题，

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和经营，使得农户的种植作物及品种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承包农户

与相邻地块承包农户之间的谈判难度无疑是很大的，这也必然显著提高购买农机服务的交易费用。

其次，农民在产前、产中和产后购买生产资料和相关服务的活动，也存在着规模经济。利用这
种规模经济需要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激励，以便讨价还价、收集信息、评估结果并付出相应交易费用，

而土地面积从而经营规模的狭小和细碎，必然提高交易费用从而降低激励。例如，农民在种子市场
上常常面临众多选项，面对着劣质甚至假种子的欺骗，如果没有足够大的经营规模，则难以想象他

们愿意并能够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进行有效的甄别和选择。

最后，与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小农谈判地位孱弱的“数量悖论”所揭示的道理相类似②，狭小的经
营规模难以形成技术变迁的有效诱致机制。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或者市场需求总是因时因地而发
生变化的。在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会通过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或者生产经营成本变
化，形成引导信号，诱致技术朝着节约稀缺要素或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变迁。但是，在狭小的经营
规模情况下，生产者则难以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的反应。例如，采取提高税收的办法可以减少对农
药的使用，但是相应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大农场可以采取诸如灯光诱虫，集中歼灭的办法，但是，一
家一户的小农户则难以就诸如把害虫诱导到谁家地块这样的问题达成一致，相当于妨碍替代技术

的采用。
( 二) 对“农业弱势产业论”的讨论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家大多把农业这个产业的“弱质性”，作为不辩自明的前提以及

对农业进行保护的依据，却鲜有研究对之做出经验性的检验。大体来说，人们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理
由( 例如高帆，2006 ) 。第一，农业是一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劳动力在生产期
间得不到充分利用。第二，农业受到更强烈的自然因素影响，形成生产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三，一
方面，农产品供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蛛网效应”; 另一方面，进入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农产品需求
的收入弹性又会小于 1，都造成生产者的收入缺乏稳定的保障。显而易见，上述三点理由无非是传
统观念的旧调重弹，在现代金融保险制度和更高的产品市场形态下，加上必要的政府调节职能，至

少这三个方面很难成为农业产业“弱质性”的有力论据。

更有说服力的讨论，不是着眼于农业弱质性的普遍性，而是把传统类型农业的国家，特别是具

有人地比率高特征的国家与土地禀赋优越的新大陆国家进行对比，给出了一个静态的理由即农业

比较优势论，以及一个动态的理由即农业劳动力比重论，两个论据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

中国农业特殊论( 例如陈锡文，2015 ) 。按照这种观点，首先，农业资源禀赋无法与美国、澳大利亚
这样的国家进行竞争 ;其次，过于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规模难以一下子安置，因此，一般性的扩大经营

规模的路径似乎走不通，仍然需要利用国际规则或多或少对农业进行补贴和保护。

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农业保护的经验研究，对这种中国农业特殊论，既有支持也有否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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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农民大幅度增加对专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这一现象，也恰好说明大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而已

经成为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必需投入要素。

这种理论指出，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虽然人数众多，却恰恰由于与这个“数量”特征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使其难以沟通
并形成集体行动。参见奥尔森 ( 1995 ) 。



本间和速水( Anderson ＆ Hayami，1986) 所做的计量分析显示，一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越低，该国农业
的保护水平就越高 ;同时，由于农业份额降低意味着非农业人口补贴农业的能力和意愿提高，因此，

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或产值比重下降，农业保护水平会提高。然而，归根结底，农业保护导致效率
损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农业保护水平不会一味提高下去。经验表明，当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
6%—8%或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 4%左右时，一个拐点就出现了，农业保护水平停止上升。这意味
着，对农业的补贴或“反哺”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现象，而“农业弱势产业论”则倾向于打破阶段性
界限，将补贴和保护固定化或永恒化。
例如，根据速水的划分，日本农业也经历过食品问题阶段和贫困问题阶段，但是，此后没有按照

逻辑走向农业生产方式问题阶段，而是拐向了岔路口的另一边，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 Hayami，
1988) 。即使在达到农业份额下降的临界点之后，日本农业仍然沿着保护的方向前进。前文提到
的安德森等和速水的研究( Anderson ＆ Hayami，1986 ; Hayami，1988) ，就是从农业保护付出的效率
代价和福利代价入手，希望把日本等经济体的农业引导到旨在提高效率的调整问题阶段。而许
多曾经被认为缺乏农业比较优势的国家，最终也确实构建起更有效率和更具竞争力的农业生产

方式。
如何在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发展农业，固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政策问题，还涉及社会、

民生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但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终究是统筹解决上述问题的根基。特别地，
是否要把农业作为弱质产业保护起来，归根结底不取决于农民的期待和政府的愿望，而受到国际农

产品价格天花板、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地板、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黄线和土地资源红线等一系列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制约。在探索所有可以为我所用的解决方案的同时，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遏
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路径。
( 三) 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家庭承包制改革的结果，农户成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单
位，原来由生产队统一耕种的土地，按照农户家庭成员数和劳动力数的一定比例，以及好地坏地搭

配的原则，分配到每个农户。为了巩固这一改革成果，国家通过法律把家庭经营确定为农业基本经
营制度，并将承包期延长为 30 年。这不仅形成极为狭小的土地规模，而且每户的土地也往往是分
散的。而这种地块的分割也因过多的道路、田埂和沟渠导致耕地利用率的降低。而且，即使随着劳
动力短缺形成土地集中的内在要求，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难以改变永久居住地，土地经营规

模难有实质性的扩大，更不必说人户与土地的分离而又不能充分流转和集中造成的土地撂荒或粗

放耕种了。
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绘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 : 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

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 ( 每平方杆约等于 25. 3 平方米 ) 的地就够了，
而且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正如表 1 所示，中国农户的平均土地规模，不仅远远小于欧美
发达国家、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甚至显著小于亚洲邻国。由于中国每个农户的土地还
分散在若干不同位置，每个农户的土地平均被分散为五六块甚至更多 ( Gao et al．，2012 ) ，算下来与
梭罗描写的情形几近没有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表 1 中的中国农户土地规模系 1997 年第一次农业普查的结果。虽然中国于

2006 年进行了第二次农业普查，但由于没有发布具有可比性的相关信息，无法获得可用的关于农
户平均土地规模的数字，所以表 1 中只提供了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便于进行比较。可以确信的
是，自第一次农业普查之后，情况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例如，根据陈锡文提供的数字，近年来通过
把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鼓励政策，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在 13 亿亩多承包地中，现在大概有
3. 8 亿亩实现了流转，有 9. 4 亿亩是没有流转的，流转的部分约占 28%。从农户来看，约有 1. 7 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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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均农场( 户) 规模的国际比较

普查年份
平均规模

( 公顷 )

中国相当于

( % )

中国 1997 0. 67 100. 0

南亚 :

巴基斯坦 2000 3. 09 21. 8

印度 2000 /2001 1. 33 50. 6

发达国家 :

日本 2000 1. 20 56. 2

法国 1999 /2000 45. 04 1. 5

美国 2002 178. 35 0. 4

英国 1999 /2000 70. 86 0. 9

非洲 :

纳米比亚 1996 /1997 2. 89 23. 3

乌干达 2002 3. 25 20. 7

东欧 :

匈牙利 2000 6. 67 10. 1

罗马尼亚 2002 2. 93 23. 0

拉丁美洲 :

尼加拉瓜 2000 /2001 31. 34 2. 1

巴西 1996 72. 76 0. 9

资料来源 : FAO ( 2010 ) 。

还没有流转土地，只有 6000 万农户部分或全
部土地被流转，所占比重为 26% ( 姚远和韩
淼，2015) 。此外，根据一项包括不同时期的
抽样调查，农户耕种自己承包土地与转入土

地的比率，从 1996 年的 97 ∶ 3 变化为 2008 年
的 81 ∶ 19( Gao et al．，2012 ) 。农户耕种更大
比例的转入土地，无疑意味着土地出现了集

中的趋势，经营规模有所扩大。
尽管如此，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农业的土

地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业经营规模十分狭

小，迄今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种状况，在
微观上妨碍了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整

体上则构成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

障碍。

三、对中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实证检验

一些研究者尝试估计农业生产函数，从

实证角度刻画中国农业发展阶段发生的变

化。但是，由于计量模型中使用的农业劳动
力投入数据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往往低估

了变化的程度，导致对农业发展阶段判断的

不准确，其结论倾向于掩盖中国经济面临的

严峻问题和新挑战。① 由于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调查中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用工数量，都是反映实际发生投入的数据，因此，利用这种数据

进行计量分析，可以解决以往估计中的问题，避免形成相应的误判。
( 一) 估算农业生产函数

我们以粳稻、玉米和小麦三种粮食作物为代表，估计中国农业生产函数。以每亩粮食作物产量
( 单位为千克) 作为产出，每亩作物的物质与服务费用 ( 单位为元 ) 作为资本投入，每亩作物的用工

数量( 单位为人日) 作为劳动投入。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出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
动投入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函数的表现形式为 :

Y = AKαLβ ( 1)
其中，Y 为产出，A 为技术进步，K 为资本投入，L 为劳动投入。α 和 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
将以上模型转换为对数形式，可以得到 :

lnY = lnA + αlnK + βlnL ( 2)
我们假设，粮食作物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即 α + β = 1，并相应得到 β = 1 － α。由此，( 2 ) 式可

以转化为 :

ln Y
L

= lnA + αln K
L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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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南亮进和马欣欣 ( Minami ＆ Ma，2009 ) 使用官方统计公布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估计农业生产函数，就得出中国尚未到
达刘易斯转折点的结论。弄不清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从而得出类似结论的观察者至今大有人在。鉴于此，蔡昉 ( Cai，2016 ) 就农
业中劳动力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并结合已有研究做出了重新估计。



其中，α 为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通过 1 － α 即可得到。根据 ( 3 ) ，我们将要估算的粮食
作物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

ln
Yi，t

L i，t

= lnA + αln
Ki，t

L i，t

+ provi + ui，t ( 4)

其中，Yi，t为第 i 个省在 t 年粮食作物每亩产量，Ki，t为第 i 个省在 t 年粮食作物每亩物质与服务
费用，Li，t为第 i 个省在 t 年粮食作物每亩用工数量，provi 为省份虚拟变量，ε i，t为随机扰动项。
从图 2 可以看到，1990 年代初期和 2000 年代中期，大致为粮食作物物质与服务费用发生显著

变化的两个节点。因此，我们分三个时间段即 1978—1990 年、1991—2006 年和 2007—2013 年，分
别估计粳稻、玉米和小麦三种粮食作物的生产函数。我们知道，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家庭承包
制改革效果释放的高峰年度，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转折点，可以观察到粮食生产用

工数量的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即用工数量从迅速下降转为平缓下降。为了着重观察这一系列具有转
折意义的变化，我们也特别估算了 1978—1984 年三种粮食作物的生产函数( 全部估计结果见表 2) 。
表 2 三种粮食作物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因变量 : ln Y
L 1978—1984 年 1978—1990 年 1991—2006 年 2007—2013 年

粳稻

ln K
L

1. 108＊＊＊

( 14. 34)

0. 987＊＊＊

( 27. 79)

0. 881＊＊＊

( 33. 76)

0. 830＊＊＊

( 18. 18)

常数项
2. 266＊＊＊

( 29. 61)

2. 255＊＊＊

( 45. 91)

2. 326＊＊＊

( 52. 38)

2. 301＊＊＊

( 22. 11)

观察值 81 164 223 86

调整后的 R2 0. 788 0. 873 0. 921 0. 969

玉米

ln K
L

0. 955＊＊＊

( 19. 47)

0. 861＊＊＊

( 23. 89)

0. 809＊＊＊

( 26. 90)

0. 684＊＊＊

( 16. 60)

常数项
2. 518＊＊＊

( 31. 96)

2. 572＊＊＊

( 41. 13)

2. 699＊＊＊

( 63. 95)

3. 006＊＊＊

( 40. 27)

观察值 124 236 309 139

调整后的 R2 0. 878 0. 866 0. 929 0. 969

小麦

ln K
L

1. 036＊＊＊

( 19. 77)

0. 976＊＊＊

( 37. 41)

0. 931＊＊＊

( 34. 74)

0. 786＊＊＊

( 18. 21)

常数项
1. 913＊＊＊

( 26. 01)

1. 855＊＊＊

( 36. 47)

1. 983＊＊＊

( 37. 21)

2. 577＊＊＊

( 21. 95)

观察值 100 189 234 105

调整后的 R2 0. 885 0. 932 0. 953 0. 98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表中省略。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

对三种粮食作物的四个时间段的生产函数而言，模型的解释力均较强。 ln K
L 的系数

( 即资本

产出弹性) 均显著为正，而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 1978—1990 年相比，2007—2013 年粳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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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幅度为 16%，同期玉米和小麦的资本产出弹性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21%和 19%。
( 二) 估算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和边际生产力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我们以 1 减资本产出弹性即得到劳动产出弹性。有了资本和劳动

的产出弹性后，接下来可以计算出两者的边际生产力。如果用 MPK 表示边际资本生产力，其计算

公式为 : MPK = α* Y
K
，其中，α 为资本产出弹性，Y 为产量，K 为资本投入 ; 如果用 MPL 表示边际劳

动生产力，其计算公式为 : MPL = ( 1 － α) * Y
L
，其中，1 － α 为劳动产出弹性，Y 为产量，L 为劳动投

入( 计算结果见表 3) 。观察分时期计算出的粮食作物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结果，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表 3 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与边际生产力

1978—1984 年 1978—1990 年 1991—2006 年 2007—2013 年

粳稻

资本产出弹性 1. 108 0. 987 0. 881 0. 830

边际资本生产力 ( 千克 ) 9. 461 8. 422 6. 732 6. 186

劳动产出弹性 － 0. 108 0. 013 0. 119 0. 170

边际劳动生产力 ( 千克 ) － 1. 369 0. 219 4. 306 11. 261

玉米

资本产出弹性 0. 955 0. 861 0. 809 0. 684

边际资本生产力 ( 千克 ) 10. 177 9. 351 8. 273 6. 672

劳动产出弹性 0. 045 0. 139 0. 191 0. 316

边际劳动生产力 ( 千克 ) 0. 589 2. 378 6. 005 19. 206

小麦

资本产出弹性 1. 036 0. 976 0. 931 0. 786

边际资本生产力 ( 千克 ) 6. 537 6. 126 5. 624 4. 983

劳动产出弹性 － 0. 036 0. 024 0. 069 0. 214

边际劳动生产力 ( 千克 ) － 0. 366 0. 361 2. 322 20. 070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

首先，直到 1984 年改革效应显现之前，中国农业处在解决食品问题的阶段，呈现典型的二元经
济特征，表现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1978—1984 年期间粳稻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均
为负数，玉米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也低到接近于零，与刘易斯“零值劳动”假说是相符的。与缺乏现
代生产要素的较低级发展阶段相对应，这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较高也符合理论预期。

其次，以 1978—1990 年为基点，三种粮食作物边际资本生产力递减趋势与边际劳动生产力递
增趋势均非常明显。特别是到 2007—2013 年期间，粳稻的边际资本生产力降低了 27% ; 同期玉米
和小麦的边际资本生产力分别下降了 29%和 19%。与之相对应，粳稻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同期增长
了 50 倍 ;玉米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则分别增长了 7 倍和 55 倍。三种粮食作物边际劳动生产
力的提高幅度，远远高于边际资本生产力的下降幅度。

最后，我们观察到，在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农业的边际资本生产力呈现下降继续的趋

势，由此可以说明，在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已

经构成一种制约因素，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和投资回报率下降。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及其政策含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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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但是，这类新型生产要素终究需要一个临界最小经营

规模，才可能实现有效率的配置。

四、结语和政策含义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农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分别经历了解决食品问题的阶段和解决

农民收入问题的阶段 ;既有力支撑了同一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在国力增强后得到了来自工业和

城市的慷慨反哺。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资源禀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中机器替
代劳动力越来越普遍，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然而，由于狭小土地经营规模的制约，农业中也开始
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成为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赢得市场竞争力的障碍。补贴和保护终究无法
替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严峻而紧迫的挑战。
毋庸置疑，在激励机制和市场信号正确的前提下，遵循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的变

化，农民作为生产方式现代化的活跃且富于创造精神的经营主体，完全能够自行选择适当的技术结

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然而，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仍然设置着诸多的体制性因素，妨碍土地经
营规模的扩大，成为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此，相关领
域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不仅本身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红利 ( 如参见 Cai and Lu，
2013) ，还为解决农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解除制度束缚。或者说，旨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农
业生产方式的政策努力，本是并且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组成部分。
舒尔茨( Schultz，1979) 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

们读懂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可以知晓经济学最重要的部分。世界上穷人的大多数以农业为生，所
以，如果我们读懂农业的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更多地知晓穷人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
定者来说，这句话已被证明是至理名言。然而，一旦我们从现实中而不是书本上，着眼于未来而不
仅仅是立足于当下，懂得了更多的关于穷人的( 农业) 经济学，无疑应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 通过扩

大经营规模和构建现代化生产方式，是使中国农业获得市场竞争力，从而自立于产业之林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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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Agriculture as It Moves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Cai Fang and Wang Meiyan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general categor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asserts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overall completed two stages that aim

to solve food problem and income problem，respectively，and entered new stage aiming to build a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two causes that lead to no progress in accomplishing the task entrusted by the new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One，constrained by farm size，there appears phenomenon of diminishing return to

capital in agriculture， which seemingly indicates that China's agriculture as an industry lacks the vi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wo，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laims the exceptionality in market competition characterizing agriculture

as an industry in general and the Chinese agriculture in particular，which leads China's agriculture to be over dependent on

subsidies and prote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such conventional wisdom impe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o explore difficulty facing China's agriculture caused by diseconomy of

scale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and to propose reforms of land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preventing size of farm land from enlarging．

Key Words: Stag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conomy of 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Q10，Q15，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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